
一 问题的缘起

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
困扰着许多美术工作者和敦煌学研究者。 或是个
人苦苦思索和不断地努力尝试，或是相互间讨论、
争辩， 或是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中竭力阐述自己的
观点。这里面既有对过去和现状的困惑与失望，也
对未来寄予了渴望与期盼。 如李其琼先生曾感叹

道：“张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几年后， 借鉴敦煌艺
术的精华，绘事日精，画风突变，达到他学习、借鉴
的目的；常书鸿先生到敦煌后终生留守莫高窟，可
是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依托的常书鸿的艺术风格并

未因此产生突出变化；先后五代人到敦煌，长期在
常书鸿指导下从事壁画临摹的艺术家也没有因此

创作出 ‘有共同艺术特征的敦煌画派’， 原因何
在？ ”［1］关友惠先生也困惑地说：“关于壁画临摹工
作性质的问题， 实际是一个困惑多年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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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中央文化部曾发文指示‘临摹是研究工作
的基础……临摹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就
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为推陈出新
创造条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含混不清没有明确
回答临摹工作性质的文件。 多年来未能深入讨论
这一问题。”［2］ 侯黎明先生也颇为感慨地谈到：“几
十年来，身处敦煌的画家们行走得并不轻松，继承
传统的努力往往不是披一身古人的衣装就是湮灭

在传统艺术的圣光而不能自立———走向因袭和模
仿而已。传统的精神是什么？传统和现实表现的关
系应如何转换？是我们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3］李
振甫先生也期待地说：“我想敦煌艺术风格的形成
或者说敦煌艺术流派的到来为期不会太远了。 我
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4］

笔者从事敦煌学研究二十多年， 也常常思考
有关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现不揣冒昧，谈
谈自己的一些看法，班门弄斧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指正。

二 从敦煌艺术的源流

看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谈到敦煌艺术，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为我国有
如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
是，从源流上看，敦煌艺术却并不是地道的纯粹的
中华民族艺术。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对探讨
有关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肯定会有所启
发。
当我们走进莫高窟最早开凿的三个洞窟之

一———北凉第 272窟时， 立刻会感受到这平面呈
方形的仅有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像一个起居室，特
别是头上穹隆形的令人联想到帐篷的窟顶， 似乎
还带有西域游牧地区传来的遗意。显然，洞窟建筑
形制上， 敦煌最早主要是继承了从西边传来的艺
术形式。再看正面西壁圆拱形龛内所塑的佛像，肩
宽体壮，姿态雄健，身着袒露右肩的土红袈裟，胸
露僧祇支；其衣纹以平列的凸起贴泥条为主，明显
是从印度笈多时期的茉兔罗派造像发展而来。 龛
内佛像南北两侧分别绘一形象较为突出的供养菩

萨，面相椭圆，体态丰满，手臂细长柔软，十指纤细
修长，特别用厚重的晕染突出乳房、腹部及肚脐，
明显反映出印度壁画人物造型强调乳房和腹部的

特征（图版 10）。 西壁龛外南北两侧还对称描绘了
许多姿态极为优美的供养菩萨，分别为上下四组，

每组五身，各自动态不一，这些菩萨的舞姿多有扭
腰、侧目、弄指、跷脚等动作，显然受印度舞蹈风格
的影响。窟顶四披所绘天宫，也皆为穹隆顶的西域
式建筑，门两侧有希腊式柱头，栏台用透视画法，
立体感很强。 如此等等。 在莫高窟北凉第 272窟，
从内容到形式均可看到敦煌艺术一开始就继承了

西域或印度的艺术风格。
北凉时期的敦煌艺术中也有纯粹中国传统特

色的艺术形象， 如第 272窟西壁佛龛两侧所绘的
龙首图像， 与沂南古画像石墓中室八角擎天柱两
旁斗拱上的龙首对比，两者的头、眼、身（龛梁、斗
拱）等基本特征都非常相似，敦煌北凉第 272 窟龙
图像显然受汉代中原风格影响无疑。 需要注意的
是， 敦煌艺术最早主要继承吸收的是从西边来的
艺术，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吸收了从东边来
的艺术， 其中有多少是敦煌本土的艺术则很难确
定。 但不管是西来还是东来，我们看到的是，最初
的敦煌艺术奉行的是“拿来主义”，“继承”则是其
具体手段。 也就是说，没有最初的继承，就没有今
天所见到的敦煌艺术。
西魏时期的敦煌艺术在继承西域艺术的基础

上，同时也更多地继承中原艺术，如段文杰先生所
分析：“这就出现了从西域起飞、越过昆仑山、跨过
大沙漠、冲过火焰山而进入玉门关的西域式飞天，
与跨过长江黄河、翻过秦岭祁连、穿过河西走廊来
到敦煌的南朝式的中原飞天， 各以自己独特的风
姿，同欢共乐在一个洞窟的艺术现象。 自然，两者
并存的不只是飞天， 还包括其他题材壁画在内的
两种不同意境和艺术风格的作品。”［5］多元化的继

承吸收，使这一时期敦煌艺术的风格焕然一新（图
版 11）。
敦煌艺术的发展过程中， 不仅继承了外来的

西域艺术或中原艺术， 同时敦煌艺术自身内部也
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前期洞
窟的内容或艺术风格，或模仿同时期其他洞窟。我
们发现许多洞窟中所绘制的经变内容及其位置有

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绝大多数洞窟内都绘有
《观无量寿经变》，且主要位于南壁。表示西方净土
的《观无量寿经变》基本上与东方净土的《药师经
变》相对应，分别绘于南北壁相对处，正如敦煌遗
书中所说的 ： “十六观门 ， 对十二之上愿 。”
（P.4640）“十二上愿，列于净刹；十六观门，开于乐
土。”（P.3608）另外，《法华经变》与《华严经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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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相对应，《弥勒经变》与《天请问经变》、《观无量
寿经变》也有较多对应关系。 另外，观无量、药师、
弥勒、法华、华严等经变一般位于主室南北壁，而
《维摩诘经变》基本固定于东壁，报恩、天请问、金
刚等经变则或在南北壁，或在东壁。
更多的是壁画构图形式及具体形象的模仿、

继承，单就经变画而论，莫高窟有《药师经变》97
幅、《弥勒经变》87 幅、《观无量寿经变》84 幅、《法
华经变》70幅、《维摩诘经变》68幅等。 然而，其构
图形式分别都只有大同小异的寥寥几种， 如施萍
亭、贺世哲先生在《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初探》
一文中谈到：“这一时期法华经变的共同特点是各
品都有了大体固定的部位……这一时期的 《譬喻
品》几乎千篇一律，位于法华会的下方，画一大宅
院，四面起火……这几乎成了法华经变的标志。人
们进入洞窟只要一看到火宅、 三车的形象就知道
是法华经变。 又如《化城喻品》……一般都是先画
三人翻山越岭，继而疲极卧地，再则画一导师手指
化城。”［6］这种互相学习、互相模仿的情况在敦煌
艺术中比比皆是。
重要的是，敦煌艺术中许多曾经的外来文化，

如今在人们眼中都是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另外，
面对大量相似或雷同的经变画以及佛、菩萨像，人
们也认为是通过想象力而创新的艺术品。
事实上，多元化地对外来艺术的继承，形成了

敦煌艺术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相互间的学习、模
仿，也为创新提供了条件，因为“任何复制过程都
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必定会发生差错。 如
果最初的生命复制基因在复制过程中不发生任何

差错，那就永无变化，进化就不可能发生了”［7］。 敦
煌艺术亦是如此，虽然它们的大多数出于模仿，但
其模仿过程中也难免会发生“差错”，于是古代画
工的想象力在这“差错”中尽可能地产生，创新的
作品也由此而产生。

三 从临摹工作看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一般而论，临摹是继承敦煌艺术的主要手段。
几十年来，临摹都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工作之一。
因此，要探讨有关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必
须了解临摹工作与继承创新的关系。
临摹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

涉及为什么有的临摹者能够创新， 有的临摹者则

难以创新。 段文杰先生曾反复强调临摹敦煌艺术
的目的：“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临摹的目的就是
复制文物，移植壁画，临本既是保护的副本又是流
传的手段， 是向国内外宣扬敦煌壁画艺术的媒
介。”［8］“临摹对文物工作者来说就是复制，复制下
来既可作为副本保存， 又可作为展品向国内外介
绍，一举两得。”［9］史苇湘先生也认为：“临摹品作
用于展览会， 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认识敦煌艺术
的价值，认识祖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同时他
强调：“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从临
摹中去发掘产生敦煌艺术之美的奥秘， 在临摹中
去寻找各时代在运作技巧上的规律。”［10］李其琼先
生也谈到：“临摹敦煌壁画也是有目的的：一、是为
了保护……临摹下来，便于保存；二、……临摹下
来可以举行展览……；三、对于美术工作者来说，
临摹是学习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要方法，通过临摹，
批评地继承民族艺术传统，推陈出新，创造社会主
义新艺术。”［11］

虽然也希望能通过临摹学习推陈出新， 但由
于主要目的是为了复制文物和制作展品，而“临摹
的目的决定临摹方法”［8］，所以几十年来敦煌研究
院都坚持的临摹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客观临
摹，即按壁画现存面貌如实再现，旧就旧，破就破，
不加任何主观变动……其二为旧色完整临摹。 用
于成套资料摹写，如历代舟车、舞乐、服饰等，为了
便于研究，经过调查，把残破的部分完整起来，而
色彩仍然是古旧的。其三是复原临摹，即恢复壁画
初成时鲜艳夺目的新面貌”［9］。显而易见，这套严
格的临摹方法，特别是其中的客观临摹“要求临摹
工作者抛弃任何个人主观兴趣”［11］，而这种不允许
掺杂个人主观兴趣的临摹不仅沿袭至今， 而且几
乎成了敦煌研究院美术工作者目前唯一的临摹方

法，因为另外的“旧色完整临摹”和“复原临摹”两
种临摹方法近几年已经很少应用了。
可以相比较的是张大千先生的临摹目的和临

摹方法，叶浅予先生曾谈到：“大千临画的目的，在
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的方法， 为自己的
创作所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和借鉴。”［12］张
大千先生自己也谈到：“初学画的学生， 应先从临
摹入手，要取法乎上，学习古代名画通过对临、背
临， 对古人的笔墨构图要背熟， 然后融合古人所
长，渗入自己所得，写出胸中意境，创作出自己的
作品，才能超越古人。即师古而不泥古。”［13］临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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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创作出自己的作品”。 由于目的不一
样，临摹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段文杰先生曾总结
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方法：“张大千临摹敦煌
壁画有三大特点：一、画稿以透明纸从原壁画上印
描，临本与原壁同等大小，展现了壁画宏伟气概。
二、敦煌壁画经千百年风日侵蚀，色彩多褪变，北
朝壁画因变色严重而形成古拙、清冷、狂怪的第二
面貌，张大千则全部恢复原貌，金碧辉煌，鲜艳如
新。三、原壁画如有瑕疵，则加以改动，使临本更为
完美。”［8］

重要的是，张大千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也是
临摹大师， 而且以假乱真的客观临摹方法对于他
来说早就驾轻就熟，“大千有一只奇妙的临画魔
手，临什么像什么，几乎可以乱真，年轻时以石涛
的仿本骗过好多鉴赏家”［14］。值得注意的是，张大
千的临摹方法中一直蕴含有创新的成分， 例如他
所临仿的石涛作品， 并不局限于原封不动地临摹
石涛的原作，“他仿造石涛画常采用横改直， 改变
题句， 几幅真迹各取一部分构成新图等方法”［15］。
实际上， 张大千仿造的许多石涛作品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算是他创作的新作品。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临摹目的导

致不同的临摹方法， 敦煌研究院美术工作者的临
摹目的是复制文物和制作展品， 故其临摹方法要
求抛弃任何个人主观兴趣；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
画目的在于学习， 因而临摹方法比较灵活”［8］，具
有很强的个人主观兴趣。
由于临摹方法的不同， 结果也自然会有所不

同。敦煌美术工作者经过几代人六十年来“坚持不
懈的努力，临摹工作硕果累累。作品包括敦煌莫高
窟、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张掖天梯山、天水麦积
山、新疆克孜尔等地的石窟壁画和酒泉、嘉峪关等
地的魏晋墓室壁画 2000多幅，敦煌藏经洞出土和
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藏的古代绢画 40多幅，复制原
大洞窟模型 12座及彩塑 50余身， 并多次在国内
外举办以壁画和彩塑临摹品为主的大型敦煌艺术

展……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敦煌， 理解了敦煌”［16］。
但在创新方面， 却非常遗憾，“几十年来在敦煌本
土工作、 生活的美术工作者们始终没有创作出具
有影响力的绘画作品。从常书鸿、段文杰直至后辈
无不怀着继承创新的艺术理想奔赴这里。 然而敦
煌研究院作为一个文物单位， 一直以来美术研究
所的主要工作为壁画临摹……绘画创作的欲望被

消解在临摹品仿制如一的成就感中”［3］18。 “敦煌研
究院已经有 60 年的历史了……‘创新’了许多作
品，可以说似乎与敦煌艺术没有多大关系的样子。
老一辈的创作作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更像城隍
庙的壁画（董希文先生除外）。 而现在的年轻一代
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他们比较‘聪明’，
是按西洋画的素描和色彩的画法去画而已， 看上
去有点‘新’的样子，但还是‘不搭界’。 就是说，与
内地的画家画的一样，没有看见自己，这不是有点
白在莫高窟待的遗憾？ 这一点常书鸿先生也是其
中一个最大的失误者。”［17］

而张大千先生“探索敦煌艺术之后，人物画的
面貌大大刷新。 佛教菩萨和经变故事中的生活形
象，使他从程式概念的造形中解放出来，开创了古
装人物画面向现实并反映时代的风貌”，“大千先
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
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
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
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12］，“画风随之
而变，催生了一批新人物画的诞生。创造出积极健
康、清新爽丽的中国人物画的新世风。张大千是一
个‘文人画家’，其画具有水墨风格，在敦煌壁画的
重大影响下，用笔变得精准严谨，设色转为鲜丽浓
艳，敷染呈现浓郁深厚的格局，首创了青绿泼墨山
水画，形成了磅礴大气、浑然一体、色彩缤纷、幽静
灵动的大千世界”［3］14-15。
敦煌研究院长期坚持的临摹方法主要是 “客

观性临摹”，而“整理性临摹”和“复原性临摹”并未
推广和普及。“整理性临摹”的目的是“整理有价值
的图像信息， 为相关内容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
料”，于是“作白描稿时就要有目的的选择，既要保
留壁画现状残缺的面貌， 又要在所选择的画面主
体形象部分进行复原……在对形象的完整性加以
表现的同时，壁画现状的脱落、残损、变色等肌理
状态均根据画面整体协调的需要， 有选择地进行
表现”；“复原性临摹”的目的是“去除历史给予的
破损痕迹，准确科学地再现壁画的原始风貌”，“这
项工作要求临摹者必须具有对壁画内容、 时代背
景、艺术形式、风格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的能力……
临摹时要站在历史的角度， 通过画面进入原创作
者的内心世界， 追寻当时艺术家们创作壁画时的
所思所想”［16］。显然这两种临摹方法都可能带有较
多的个人主观兴趣， 由此而产生的临摹品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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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一定的创新意味， 一些临摹品也可以看作创
新作品。例如段文杰先生临摹的《都督夫人太原王
氏礼佛图》（图版 12）， 这幅原绘于盛唐时期的壁
画，后被西夏壁画覆盖，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被人
剥出后，长期被流沙掩埋，受潮气严重侵蚀，色彩
褪落，残毁严重（图版 13），如不是段先生用“复原
性临摹”方法将其重现于世，这幅规模宏大且内容
丰富的女供养人出行图很可能会与我们永远失之

交臂。 姑且不论这幅画中有多少段先生的个人主
观兴趣，单从无与有的关系上看，这幅临摹品显然
可以看作创新作品。
笔者注意到， 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的美术工作

者由于他们所处的年代受政治影响较多， 临摹工
作的指派性任务相对较少， 所临摹的内容反而有
不少是凭个人兴趣或研究任务自己去选择， 因此
他们的临品中有不少是用“整理性临摹”方法所绘
制。如果不是只看一两幅画，而是仔细看他们的一
批作品，例如看他们个人画展或个人画集，就会发
现都有其个人特色， 分别展示了各自的兴趣爱好
和个性特长等等，给观者的感受也颇不相同，常常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在内容上，段文杰先生似乎
比较偏爱人物形象较为丰富、服饰造型鲜明、面目
表情传神等方面的画面，如他临摹的第 194 窟《帝
王图》和《各国王子》、第 158 窟《各国王子举哀
图》、第 130 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第 45
窟《外国商人》、第 220 窟《神将 》、第 321 窟 《天
女》、第 217 窟《仕女》等 ［18］。史苇湘先生则明显喜
爱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情景的画面， 如他临摹的第
249 窟《狩猎图》、第 445 窟《剃度图》、第 72 窟《刘
萨诃瑞像图》（图版 14）等［19］。李其琼先生似乎相对
较为偏爱具有阳刚气质人物的画面， 如她临摹的
第 220 窟和第 103 窟的《帝王图》和《各族王子》、
第 334窟《帝王与侍从》、第 217窟《胡装人物》、第
45 窟 《王子》、第 53 窟和第 346 窟的 《射手》（图
1）等［20］。 万庚育先生则偏爱有大家闺秀气质的菩
萨画像，如她临摹的第 401 窟和第 172 窟、第 205
窟等窟的菩萨（图 2）；另外从研究角度将一批人物
头像放大， 分别用客观性临摹和复原性临摹两种
方法进行临摹，颇具特色［21］。欧阳琳先生则明显偏
爱敦煌图案，这在她已出版的《敦煌纹样零拾》［22］、
《敦煌图案集》［23］等书中都能看到。 在绘画技法上，
这些老一辈美术工作者也有各自的个人风格，“如
段文杰的临摹品准确工致，敷染醇厚，气魄宏大，

线条勾勒严谨，笔笔劲到，毫无闪失；李其琼的临
摹品笔致毫发，谨严秀古，色泽温润华慈；史苇湘
的临摹品穷微探极，精丽雅逸”［16］，如此等等。
确切地说， 笔者认为这其中许多临品都可谓

创新作品。因为这些临品中，大多不仅融入了作者
的个人兴趣爱好， 同时其择取或放大的画面也使
观者有耳目一新之感， 这是观看原壁画时不可能
有的感觉， 尤其是其整理性或复原性的临摹方法
实际上也融入了一定的创新意识。而相比较，值得
注意的是，现在许多所谓的国画、油画等绘画的创
作， 实际上也是临摹品， 或是临摹古人或外国人
的，或是临摹照片，只不过临摹的比较随意、差异
较大而已。
那么， 临摹目的和临摹方法是否为影响创新

的唯一或主要因素呢？其实不尽然，影响创新的因
素应该还有画家的天分、素质、性格、爱好以及社

图 1 莫高窟第 346 窟 射手 李其琼临

图 2 莫高窟第 401 窟 菩萨 万庚育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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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还有付出的努力多少、
运气、炒作等等。
首先，天分或天赋是很重要的。例如谁都能按

响钢琴、谁都能拿着麦克风吼上几句，但不是谁都
能成为音乐家或歌唱家；谁都可以在地上滚几圈，
爬几步，但不是谁都能成为杂技演员；评书演员、
相声演员等等以及许多体育运动员亦是如此，均
需要一定的天分或天赋。绘画也是如此，张大千先
生虽然不赞成强调天才，但却说：“我认为，绘画是
无法教的，必须靠自己去体会。 只能意会，难以言
传。 ”“艺术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你要去领
悟。”［24］而“体会”、“领悟”显然是要靠个人天资的。
同时他也赞成“七分人事三分天”［24］46，即还是认为
“三分天才”还是需要的。
不过，尽管有天分，没有后天的努力也枉然。

亦正如张大千先生所说：“自己下功夫最重要，尤
其是在基础上下功夫最重要。”“任你天分如何好，
不用功是不行的。”［24］46，48

兴趣也非常重要，“不论学什么， 最重要的
是兴趣。 我觉得，只要你有兴趣，就可以说是天
才”［24］46。
素质是指多方面的综合能力，“要成为一个真

正的画家，不仅需要在绘画上勤学苦练，在书法、
文学、理论、生活等方面都必须下功夫”，“不能只
学一门，应该广泛学习，要山水、人物、花鸟都能
画，只能说是长于什么，才能算是大画家”［24］62。
社会和政治环境更是非常重要，所谓“乱世出

英雄”、“时势造英雄”很有道理。以张大千而论，如
果他一直生活在大陆， 他很有可能就成了张小千
或张中千了， 而非我们现在知道的张大千。 齐白
石、徐悲鸿等画家亦是成名于 1949 年以前，郭沫
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家亦是如此。 再以董希文而
论，尽管他的《哈萨克牧女》和《开国大典》“这两件
作品不但是画家标志性的代表作， 更被业界公认
为 20 世纪中国绘画受到敦煌艺术影响的典型范

例”［3］15，但我们知道，其中真正给董希文带来成功
的是《开国大典》，而非《哈萨克牧女》。 也就是说，
如果他只有《哈萨克牧女》，恐怕今天的业界不一
定会承认他成功。而众所周知，《开国大典》是一件
政治性非常强的作品。
经济条件也颇为重要，仍以张大千先生为例，

如果他当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是很难带领一
大帮人到敦煌并坚持面壁近三年。以后他到印度、

阿根廷、巴西、法国、美国等世界各地考察、游历、
举办画展等，更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他的这些
经历，对于他的成功毫无疑问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另外，在当代社会新闻媒介、拍卖、画展、出版

以及一些炒作活动， 对创新作品特别是艺术家的
成功与否，也将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 对此，这里
就不多论了。
由于影响创新或艺术家成功与否的因素很

多、很复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其中哪个因素
最为重要， 也不能说哪个因素就是导致这几十年
来敦煌艺术创新方面较为遗憾的主要原因， 如侯
黎明先生所说的 “绘画创作的欲望被消解在临摹
品仿制如一的成就感中”［3］18；也不能为敦煌艺术的
继承与创新简单地开一剂药方， 即李振甫先生所
说的“走进去，又要走出来……来到敦煌不需要无
休止的临摹下去， 最长呆上一至两年……要及时
离开洞窟，到外地去……在利用敦煌艺术时 ，只
能是感性的 、印象的 、朦朦胧胧的味道 ”［4］99-100，
亦如谢成水先生所说的 “我认为长年住在敦煌的
画家，除了完成规定的临摹任务之外，也应安排一
些时间让自己自由地临摹。只有这样，才能很快在
创作上‘出新’”［17］30。 诸位先生的看法虽然都有一
定的道理，但未免太简单化了。

四 建筑装饰、工艺品中
蕴含的继承与创新

相对而论， 与现实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建筑
装饰以及工艺品中，艺术家在借鉴敦煌艺术时，有
较多的灵活性。 例如常沙娜先生 20 世纪 50年代
为首都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所设计的 “天花板和门
楣装饰，其风格来源于敦煌唐代藻井装饰，以类似
盛唐莫高窟第 31窟藻井的莲花为元素，结合了建
筑结构、灯光照明、通风等功能的需要，以石膏花
浮雕的形式， 组成人民大会堂特有的民族风格”
（图版 15、16），“以敦煌装饰图案的元素， 参照了
初唐莫高窟第 220窟华盖装饰的气势， 组成象征
百花齐放的多样花朵的图案， 以卷草护拥着百花
作为团结、进步的主题，还适应了大门的功能和金
属、玻璃工艺的需要，完成了民族文化宫大门‘团
结、进步’的装饰设计”［25］（图版 17、18）。 通过有关
图案的对比可以看到， 常沙娜先生的设计显然是
在继承敦煌艺术的基础上，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
进行了修改和组合，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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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装饰方面， 常沙娜先生的设计可以说
是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成功典范。
在工艺品方面， 尤其是在敦煌旅游纪念品方

面， 谭真先生制作的敦煌拓片则是敦煌艺术继承
与创新的成功典范。 众所周知， 敦煌壁画色彩斑
斓，并且是纯粹的平面，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保
护角度考虑，都不可能拓印成拓片，但谭真先生借
鉴吸收汉画像砖的艺术精华， 继承发展了中国传
统的拓印技术，同时融汇了当代人的审美趣味，结
合旅游市场的需要， 同时参考绘画中的 “客观临
摹”、“复原临摹”等方法，创造出了一种从未有过
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敦煌版画艺术（图 3）。将壁画
转化为版画，这中间既有继承也有创新，重要的是
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赏心悦目， 有一种新的艺术感
染力，而且由于其价格便宜、方便携带等优点，深
受市场欢迎。 亦正如李振甫先生所云：“谭真先生
十数年潜心研究和开拓创新， 竟将五彩缤纷的敦
煌壁画艺术减为黑、 白两色， 制成如此漂亮的拓
片，真是难能可贵。”［26］

20 世纪 80 年代为适应旅游市场需要而出现

的一种商品画“敦煌飞天”，也可以说是敦煌艺术
继承与创新的成功范例之一。 该画是根据莫高窟
初唐第 321窟西壁龛顶两侧飞天所绘制， 但原画
的色彩变色严重，除部分飘带为石青、衣裙为土黄
色外，其余色彩均氧化变为赭黑色，其画面构图大
体为竖长方形或方形（图版 19）；但在商品画中，
不仅色彩鲜艳亮丽、丰富且多变化，人物造型也更
为清秀俊美，并将画面确定为横长方形，适应了现

代人审美趣味和住房装饰的需要（图版 20）。 这种
飞天画的形式在敦煌旅游市场一直都非常受欢

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及 90年代前期，敦煌旅

游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商品不仅具有敦煌地方特

色，并且价廉物美、携带方便，如当时深受游客喜
爱的有敦煌壁画纹样的纪念章、纪念币、手绢、扇
子、荷包、挎包、围巾、文化衫、蜡染、石膏彩塑以及
邮票、首日封、明信片等等，这些受欢迎的旅游纪
念品应该说也是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成功范

例，值得关注，这里就不再一一具体分析。 同样值
得注意的是， 近十几年来敦煌旅游市场的商品却
渐渐失去了地方特色， 大多与全国各旅游点的商
品类似，有些几乎完全一样，如一些藏饰和西藏铜
佛、菩萨像。有的虽然图案和造型源于敦煌壁画和
彩塑，但材料和工艺制作明显非本土化，如德化瓷
反弹琵琶像与石膏反弹琵琶像， 游客大多喜欢石
膏的而不喜欢德化瓷的， 尤其是彩绘石膏像更与
洞窟内的彩塑接近。 即使现在有一些有敦煌特色
的商品，但大多价格昂贵，或制作材料易碎易损，
包装笨重， 携带颇为不便。 相对比较，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及 90 年代前期敦煌旅游市场的商品大

多确实是旅游纪念品， 而近十多年敦煌旅游市场
的商品大多则是礼品而非纪念品。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与临摹工作相比，在进

行建筑装饰或工艺品的设计时， 艺术家在敦煌艺
术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掺入
较多的个人主观兴趣， 同时还要考虑社会或市场
的需要心理，但依然保留有临摹的痕迹（即作品中
有敦煌艺术的纹样）。
由于敦煌艺术具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不能照

搬其艺术规律，机械地继承其艺术内容或形式。例
如敦煌艺术有一个特点，即除洞窟形制外，主要是
平面艺术。 壁画是平面，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
于塑像，在大部分洞窟中，塑像都是和龛、壁紧密
结合在一起，佛为圆雕塑像在龛内居中，菩萨、弟
子则为高浮雕列置在龛内外，身躯紧贴墙面。也有
少量洞窟中的塑像位于窟中间的佛坛上， 离开了
墙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立体感。然而佛教洞窟的
宗教性需要观者对其主体塑像产生敬仰感， 观者
的视线只需关注佛、菩萨像的正面，而非后面，所
以即使是圆雕的佛像或位于佛坛上的佛、菩萨像，
在观者眼中实际上都只是有立体感的一个平面。图 3 敦煌菩萨拓片 谭真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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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因此，如果按照敦煌塑像的制作规律，在进行现代
雕塑的设计时，主体塑像位于墙壁前或山崖前，效
果会非常好，但倘若位于广场中央，效果可能不尽
如人意。 例如孙纪元先生为敦煌市设计的城雕反
弹琵琶塑像，位于盘旋路十字的正中心，从正面
或侧面看效果都非常好，轻盈、飘逸、自信、腾跃
（图 4），但从后面看感觉就很一般，略显呆滞。 另
外何鄂先生为兰州市设计的城雕黄河母亲，也存
在类似的情况， 从正面看效果也很好， 慈祥、温

柔、亲和，给观者有被其护爱的安全感，但从背后
或侧面看，不仅效果不怎么好，而且发现整个雕
塑位于悬空的水泥平台上， 缺少坚实的稳定感。
这两座城雕都令人颇为遗憾，同时也提醒我们应
全方位地思考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图 4 敦煌市城雕 反弹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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